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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
———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

体制”的分析∗

高　波∗∗

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中期,随着新兴社会力量崛起、权力结构初步

平等化,委内瑞拉建立了由一系列制度和组织机构综合而成的体系

“蓬托菲霍体制”.“蓬托菲霍体制”建立之初成效显著,社会中下层

可以与精英集团共同分享石油出口收入,使委内瑞拉在一段时期内

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强劲的内需和工业化的发展.但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期起,由于委内瑞拉企业家集团利用其集体行动能力和财

富优势,以收买和经济政变方式收服政治精英集团,使用政治庇护主

义网络控制劳工集团,并将弱势的城市贫民群体彻底边缘化,导致委

内瑞拉的经济效率低下、外债激增、两极分化和政治动荡危机,“蓬托

菲霍体制”逐步走向危机和崩溃,委内瑞拉也落入发展陷阱.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发展陷阱 委内瑞拉 蓬托菲霍体

制 权力结构陷阱理论 寻租 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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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之后,委内瑞拉在“蓬托菲霍体制”(PuntoFijoSystem)下实现了

长期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①与同时期其他拉美国家经济危机和军事政变频发

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出现了“委内瑞拉例外论”.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以来,委内瑞拉的发展态势逆转,逐步落入发展陷阱,时至今日仍频频爆发

危机.这种“停停走走”(stopandgo)的发展路径其实也是拉美乃至世界众多

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如何解释发展中国家反复出现的经济、政治震荡与长期

发展困境,是发展研究面临的一大难题.

“蓬托菲霍体制”集民主制度与市场机制于一身,发挥了委内瑞拉的资源

禀赋优势,取得显著绩效,曾被普遍认为找到了一条能够帮助落后国家实现发

展的正确路径.但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蓬托菲霍体制”逐步走向崩溃和危

机,委内瑞拉落入发展中陷阱.

本文以世界银行相关数据库及委内瑞拉研究中部分经典文献为基础,以

权力结构理论为视角,并与案例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拟对“蓬托

菲霍体制”建立和发展过程,其兴衰影响和原因进行深层探讨,探究导致委内

瑞拉落入长期发展陷阱的若干因素.

一、已有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委内瑞拉危机根源的探讨主要有四种理论,即“资源诅咒理

论”(resourcecursetheory)、新制度经济学、政治结构理论和“中等收入陷阱理

论”(middleＧincometraptheory).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Ｇ

reySachs)和安德鲁沃纳(Andrew Warner)提出“资源诅咒理论”,认为拥有

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难以取得长期经济增长.② “资源诅咒”通过四种机制对

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资源大量出口使本币升值,导致非资源出口部门(通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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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５８年,委内瑞拉三大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AD)、基督教社会党(COPEI)和民主共和联盟(URD)
在委内瑞拉西北部的海滨小城蓬托菲霍(PuntoFijo)达成政治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反对军人统治、尊重选举

结果、分享权力和非激进化等,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民主行动党与基督教社会党为主导的政党格局和

民主体制,被称为“蓬托菲霍体制”.
JeffreySachs,Andrew Warner,“NaturalResourceAbundanceandEconomicGrowth:TheCurse

ofNaturalResource,”inG．MeierandJ．Raucheds．,LeadingIssuesinEconomicDevelopment,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５,pp．１８３Ｇ２０８．



制造业)贸易条件恶化和萎缩,造成经济外部性的损失,如“干中学”(learning

bydoing)带来的创新和生产率进步,这又被称为“荷兰病”(Dutchdisease);资

源出口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形成对国内非贸易部门产品(如房地产)的过度需

求,推高要素价格,对制造业形成挤压;资源出口收入往往集中于政府手中,更

容易诱发寻租、腐败和浪费行为,严重影响经济效率;资源产品国际市场价格

水平的剧烈波动造成的经济冲击对增长有不利影响.① “资源诅咒理论”还延

伸到政治领域.一些使用跨国回归分析的文献论证了石油、矿业出口会损害

民主,导向威权主义.② 在这些研究中,委内瑞拉及其他拉美国家通常被当作

“资源诅咒”的典型案例.

但“资源诅咒”理论招致了很多批评.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香农本德加斯特(ShannonPendergast)等指出:“在１９世纪,土地资源丰裕

的国家如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真实工资水平最高,英国、德国和美国在工

业化进程中严重依赖其煤铁资源,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和挪威至今仍把自

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③其中,挪威案例是对“资源诅咒理论”的经

典反驳.长期以来,挪威经济在斯堪的纳维亚三国中最为落后,但自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末成为石油出口国之后,挪威经济增速明显加快,３０年后人均收入水

平已超过丹麦和瑞典.④ 另外一些量化研究也表明,指标定义和数据搜集范围

的改变都可以颠覆“资源有害民主论”.⑤ 这些研究都试图指出,“资源诅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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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Sachs,Andrew Warner,“TheBigPush,NaturalResourceBoomsandGrowth,”Journal
ofDevelopmentEconomicsVol．６７,No．１,１９９９,pp．４４５Ｇ４７０;T．Gylfason,“NaturalResources,Education
andEconomicDevelopment,”EuropeanEconomicReview,Vol．４５,２００１,pp．８４７Ｇ８５９;ErlingRøedLarsen,
“EscapingtheResourceCurseandtheDutchDisease? WhenandWhyNorwayCaughtUpwithandForged
AheadofItsNeighbors,”TheAmericanJournalofEconomicsandSociology,Vol．６５,No．３,Jul．,２００６,
pp．６０５Ｇ６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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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Vol．４７,No．４,２０１０,pp．４２１Ｇ４３１;MichaelRoss,“DoesOilHinderDemocracy?”WorldPolitics,
Vol．５３,No．３Apr．,２００１,pp．３２５Ｇ３６１;TerryLynnKarl,“PetroleumandPoliticalPacts:TheTransitionto
DemocracyinVenezuela,”LatinAmericanResearchReview,Vol．２２,No．１,１９８７,pp．６３Ｇ９４;T．L．Karl,
“TheVenezuelanPetroＧStateandtheCrisisofItsDemocracy,”inJenniferMccoy,ed．,VenezuelanDemocraＧ
cyUnderStress,NewBrunswick:Transaction,１９９５,pp．３３Ｇ５５．

ShannonPendergast,JudithClarke,CornelisVan Kooten,“Corruption,Developmentandthe
CurseofNaturalResources,”Canadi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４４,No．２,June２０１１,p．４１１．

E．R．Larsen,“EscapingtheResourceCurseandtheDutchDisease?”p．６０５．
StephenHaber,VictorMenaldo,“DoNaturalResourcesFuelAuthoritarianism? AReappraisalof

theResourceCurse,”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１０５,No．１February２０１１,pp．１Ｇ２６．



非必然现象.事实上,在１９２０—１９８０年间,委内瑞拉也曾经实现长期增长和

一定程度的经济多样化,并在发现石油５０年后实现了民主化,“资源诅咒理

论”不能解释这些现象.①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尔萨拉伊马丁

(XavierSalaＧiＧMartin)等学者试图引入制度因素.他们的量化研究指出,虽然

在资源丰裕与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如果制度质量足够高,资源对增

长的负面影响就会变得很小,甚至会出现“资源祝福”(resourceblessing).衡

量制度质量的指标包括问责能力、政府效率、腐败控制和政治稳定等.② 关键

在于,即便这种理论能够成立,他们也留下了一个更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什

么因素决定了制度的质量? “蓬托菲霍体制”早期的制度质量显然高于晚期,

为什么会产生制度质量的恶化? 依赖量化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难以对这些

问题做出回答.

政治学者试图从政治结构角度寻找危机的根源.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

授米歇尔柯佩芝(MichaelCoppedge)提出“政党霸权”(partyarchy)的概念,

他认为,委内瑞拉的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AcciónDemocrática,AD)、基督教

社会党(ElComitédeOrganizaciónPolíticoElectoralIndependiente,COPEI)

的全国执委会几乎控制了所有政治候选人的提名,渗透并控制社会组织,对议

会党团施加严格的纪律,并通过控制法官、检察官的任命掌控司法体系,造成

总统和行政权事实上的独大局面,从而破坏了民主制度,逐渐导致了体系的危

机.③ 强有力的政党体系诚然是“蓬托菲霍体制”的突出特征,但是,这种观点

既没有探究霸权的根源,又忽略了政党霸权的弱点.首先,某些强大的利益集

２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 第１期

①

②

③

JonathanDiJohn,FromWindfalltoCurse:OilandIndustrializationinVenezuela,１９２０tothe
Present,Pennsylvania: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p．１２．

对制度的探讨有两个维度,即制度类型和制度质量,萨拉伊马丁等关注的是后者,参见 XavierSalaＧ
iＧMartin,ArvindSubramanian,“AddressingtheNaturalResourceCurse:AnIllustrationfrom Nigeria,”
NBER WorkingPaperSeries,No．９８０４,Cambridge,MA,２００３;AnneBoschini,JanPetterssonandJesper
Roine,“ResourceCurseorNot:AQuestionofAppropriability,”TheScandinavianJournalofEconomics,
Vol．１０９,No．３,Sep．,２００７,pp．５９３Ｇ６１７;AntonioCabralesandEstherHauk,“TheQualityofPoliticalInstiＧ
tutionsandtheCurseofNaturalResources,”TheEconomicJournal,Vol．１２１,No．５５１,March２０１１,pp．５８Ｇ
８８.

MichaelCoppedge,StrongPartiesandLameDucks:PresidentialPartyarchyandFactionalismin
Venezuela,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４;JuanCarlosRey,“LaDemocraciaVenezolanay
laCrisisdelSistemaPopulistadeConciliación,”RevistadeEstudiosPolíticosVol．７４,No．４,１９９１,pp．５３３Ｇ
５７８．



团对政党施加了重要影响,政党的自主性存疑;其次,主要政党对社会的控制

并非天衣无缝,而是有很大的空白和盲区.① 以此来看,用政党霸权解释委内

瑞拉的危机有失片面.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列文(DanielLewine)等则从公民社

会角度来解释危机.他认为,伴随城市化、教育普及及经济流动性的增强,委

内瑞拉公民社会组织也迅速发展,包括独立工会组织和邻里组织等.但是,已

有的公民社会组织如企业家组织和传统工会组织等已经发展为牢固的既得利

益集团,拥有体制化的参与渠道,反对新兴社会组织参与石油收入的分配.于

是,快速发展的新社会组织与僵化的旧组织之间产生了矛盾,新兴力量对旧体

系的冲击导致政治危机.② 对这种理论的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公民

社会的发育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危机,必须把这些冲突放

到更大的经济、政治背景中才能解释冲突的性质及危机的出现;其次,尽管涌

现了一些新兴社会组织,但由于委内瑞拉经济体系的排斥性日益增强,工会组

织总体衰落的趋势非常明显,非组织化和碎片化可能是更为主流的趋势.③ 因

此,只从政治体系内部寻找危机根源会遗漏更重要的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来自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印德尔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和霍米卡拉斯(HomiKharas).他们提出,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东亚

经济体依赖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的水平扩张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达到了

中等收入水平,但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会导致边际生产率下降,阻碍这些经济

体的持续增长,使它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摆脱陷阱,政府就要转而实施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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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F．Crisp,DanielH．Levine,“DemocratizingtheDemocracy? CrisisandReforminVenezueＧ
la,”JournalofInteramericanStudiesandWorldAffairs,Vol．４０,No．２,Summer,１９９８,pp．２７Ｇ６１;Jana
Morgan,“PartisanshipduringtheCollapseofVenezuelasPartySystem,”LatinAmericanResearchReview,
Vol．４２,No．１,２００７,pp．７８Ｇ９８;JoséManuelPuente,AbelardoDaza,GermánRios,andAlesiaRodríguez,
“OilWealth,theChangingPoliticalStructure,andtheBudgetProcess:TheCaseofVenezuela,”inMark
Hallerberg,etal．,WhoDecidestheBudget?APoliticalEconomyAnalysisoftheBudgetProcessinLatin
America,InterＧAmericanDevelopmentBank,２００９,pp．２５７Ｇ２９３．

B．Crisp,D．Levine,“DemocratizingtheDemocracy?CrisisandReforminVenezuela,”p．６１;Luis
GómezCalcaño,“LosMovimientosSociales:DemocraciaEmergenteenelSistemaPolíticoVenezolano,”en
VenezuelahaciaelAño２０００:DesafiosyOpciones,editadoporJ．A．SilvaMichelena,Caracas:Editorial
NuevaSociedadＧILDIS,pp．３３７Ｇ３６７．

TrudieCoker,“GlobalizationandCorporatism:TheGrowthandDecayofOrganizedLaborinVenＧ
ezuela１９００Ｇ１９９８,”InternationalLaborandWorkingＧClassHistory,No．６０,Fall,２００１,pp．１８０Ｇ２０２．



励专业化和创新的政策,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帮助经济体转变增长方式,才

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落入了同样的发展陷阱而无法自拔.① 随后

的众多研究则大都聚焦于政府政策清单的讨论.② 这种理论承袭了新古典经

济学的传统弊病,完全把政府政策当成外生变量,简单地把政府假定为无私、

公正的行为者.他们还假定,错误政策源于政府的无知,只要政府具备了相关

知识,就一定会制定并实施正确的政策.这种理论思路既不考虑国家自主性

问题,也不考虑相同政策在不同发展模式中的绩效差异,不仅受到新制度经济

学、公共选择理论的严厉批评,也受到政治学者的质疑.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军

人物、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隆阿塞莫格鲁(DaronAcemoglu)指出,很

多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是因为经济学家忽视了政治因素

的影响.“对于任何发展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视角都是极端重要的,忽略这

个视角就会走错方向.”③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多纳(Richard

Doner)则指出,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也没

有解释为什么自利的政治、经济精英愿意把稀缺资源投入到教育和研发活动

中.④ 总的看,“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对陷阱的成因、政策制定背后的政治、经济

互动机制都缺乏认知,仍然停留在纯经济层面来研究发展问题,没有跟上发展

理论前进的步伐,其解释能力和指导意义存在明显缺陷.

鉴于“资源诅咒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政治结构理论和“中等收入陷阱理

论”都不能对委内瑞拉的发展困境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试图以一种以权

力结构(powerstructure)为基础的动态框架对其加以分析.权力指个人/集团

使他人/其他集团服从的能力.权力结构指权力资源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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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格局.权力资源包括经济技术资源、暴力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思想文

化资源、领袖资源等.依照权力资源分布的集中程度,可以把权力结构分为平

等型和集中型两种类型,前者指权力资源在利益集团间较为平等的分配格局,

后者指权力资源集中于少数利益集团的分配格局.“权力结构”一词经常出现

在西方社会学特别是权力精英研究中,但含义差别较大,如美国著名社会学

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赖特米尔斯(WrightMills)用权力结构描述美国上层

权力(toplevelpower)和中层权力(middlelevelpower)之间的差异.① 激进发

展理论如外围资本主义理论、依附论也经常使用这一词汇,但这些理论没有对

其进行概念化,对其影响机制的发掘也还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深化.

针对发展陷阱问题,权力结构理论提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个人及利益集

团都具有理性人思维,希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②权力结构是影响国家发

展的基础性因素,个人、利益集团凭借其权力资源进行博弈,博弈结果形塑了

制度、政策及其绩效,从而决定了发展的成败;集中型权力结构会引发严重的

政治庇护主义、寻租及腐败问题,降低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的质量,导致发展

陷阱的形成;由于精英集团集体行动能力更强,拥有的权力资源更多,权力结

构的演变存在集中化的自然趋势,偶发的平等化进程往往会被逆转;当精英集

团在权力结构中占据霸权地位时,会形成寻租腐败型社会,并导致体系的危

机;只有打破集中型权力结构,才有望摆脱发展陷阱.这种理论可称为权力结

构陷阱理论.

权力结构分析方法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分析单位侧重利

益集团而非阶级,更适合用来分析高度分化的社会.它从集体行动理论中汲

取了养分,也借鉴了外围资本主义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视角.③

通过权力结构分析方法,可以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建立、运行机制、

作用及兴衰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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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蓬托菲霍体制”的建立

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建立是新兴社会力量崛起、权力结构初步平

等化的结果,经历了一个权力博弈、斗争、再均衡的过程.

(一)２０世纪前半期的集中型权力结构与民主化的失败

从２０世纪初期到１９４５年,委内瑞拉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这

个过程始于石油发现和出口的迅猛增长,掌握中央政府的考迪罗(caudillo)胡

安比森特戈麦斯(JuanVicenteGómez)从中得到巨大而稳定的财政资源,

建立了现代化军队,并籍此铲除了地方考迪罗势力,垄断了暴力资源和丰厚的

石油收入.其他利益集团如地主、企业家、劳工等都不足以与军队抗衡.由于

“荷兰病”的影响,委内瑞拉的出口农业衰落,大地主集团的影响力削弱,开始

转向进口商业,这与拉美其他国家强大的地主集团形成鲜明对比.制造业刚

刚起步,新兴的企业家集团力量还比较弱小.劳工集中于石油业,但这是典型

的资本密集、劳动节约型产业,劳工数量长期不足两万人,而且工会组织被政

府禁止,地下工会发展缓慢,所以,劳工集团的权力资源非常有限.中产阶级

主要由专业人士、公共部门雇员和手工业者组成,规模尚小且具有依附性.农

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２/３,但组织程度很低、力量分散.① 在这个高度不平等的

权力结构中,军队拥有压倒性的权力资源,足以长期维持军事独裁统治.

但民主行动党的崛起改变了这个权力结构.民主行动党的主要创建者为

罗慕洛贝当古(RómuloBetancourt),他是委内瑞拉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政治

家,青年时期即投身于反对军事独裁的学生运动,他曾一度信奉马克思主义,

政治立场较为激进.贝当古的战略眼光体现在对群众性政党建设的高度重

视,他提出:“不放过任何一个地区,不放过任何一个村镇,到处都要有党的组

织.”在他领导下,民主行动党在３０、４０年代致力于全国范围的党组织建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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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村镇都设立了分部.① 在农业工人中开展的组织动员活动卓有成效,到

１９４５年,民主行动党已经拥有６０００多名农民党员.工会也是民主行动党的工

作重点,但遇到了委内瑞拉共产党的有力竞争.１９４４年,军政府着力打击共产

党在工会中的影响力,民主行动党乘虚而入,控制了大部分工会组织.② 到

１９４５年,民主行动党已经成为委内瑞拉第一大政党,也是最大的有组织的政治

力量,上升为权力结构中的重要角色.在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

下层民众的强大政治势力,为体系的重构提供了动力.

１９４５年,民主行动党联合青年军官团体“军事爱国联盟”(UniónPatriótica

Militar)推翻了戈麦斯政府.在随后进行的制宪大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民主

行动党分别获得７４％和７８％的选票,显示出巨大的政治优势.民主行动党认

为大权在握,开始推行激进改革,主要包括:土地改革,征收大庄园闲置土地;

提高外国石油公司的税率;增加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公共投资;对食品和

其他生活必需品实行限价政策,为贫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鼓励成立工会组

织、地下工会合法化等等.这些政策导致民主行动党力量迅速增强,加入该党

的工会从２５２个增加到１０１４个.这意味着权力结构有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可

能,对其他各派势力都构成严重威胁.③ 为保持军队的特权地位,军事爱国联

盟放弃了对民主制度的支持,于１９４８年再度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行动党政

府,重建军事独裁统治.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民主行动党高估了自身实力,试

图颠覆石油收入的分配格局,对既有的权力结构构成严重威胁.军队得到企

业家集团、地主集团等保守势力的支持,具有了压倒性优势.民主行动党不掌

握暴力,麾下的劳工组织尚不足以控制主要经济部门,难以与保守联盟抗衡.

由于权力结构的失衡,这次民主尝试以失败告终.

(二)权力联盟的变化与“蓬托菲霍体制”的建立

在１９４８—１９５８年间,委内瑞拉的权力结构继续变化.这十年间,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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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年均增速达到７％,明显高于拉美国家平均速度.① 工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工

业产值１０年中增长约五倍,主要集中于非贸易部门.② 在总投资构成中,私人

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１７．２％)要远远超过公共投资(１０．５％),已经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导致企业家集团的影响力显著增强.③ 企业家

集团 的 组 织 水 平 也 明 显 提 高,１９４６ 年 成 立 的 委 内 瑞 拉 工 商 界 联 合 会

(FEDECÁMARAS,FederacióndeCámarasy AsociacionesdeComercioy

ProduccióndeVenezuela)吸纳了各地区、各行业的私营企业家组织,形成了全

国性的利益协调、表达机构.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小规模的利益集团

比大规模的利益集团更容易克服“搭便车”问题,集体行动能力更强.④ 企业家

集团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远远超过其他利益集团,当他们具备集体行动能

力时,他们的资源优势又得到整合与放大,形成了强有力的权力中心,在权力

结构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与之相比,劳工集团的权力地位在此期间并没有明显提升.这个集团的

权力资源主要取决于其规模、组织程度及劳动力稀缺程度.尽管这一时期工

业化发展迅猛,但城市工人数量没有同步增长.原因在于,企业家集团倾向于

使用机器替代工人,要求政府采取优惠汇率政策来降低资本货物(Capital

Goods)的进口价格,所以,委内瑞拉的工业化进程很快就出现资本密集—劳动

节约型特征.在１９４５—１９５７年间,委内瑞拉工业产值增长２４０％,工业就业却

只增长了２８７％,从１８．８万增加到２４．２万.⑤ 这意味着劳工集团的政治潜力

没有明显提升.另外,政党格局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右翼的基督教社会党

和中左翼的民主共和联盟(UniónRepublicanaDemocrática,URD)等一些政党

模仿民主行动党的发展策略,大力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扩展较快.与

此同时,民主行动党遭到军政府的残酷镇压,先后两任总书记遇害,几千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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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遭到监禁,贝当古等主要领导人流亡海外,实力有所削弱.① 民主行动党虽

然保持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政党体系开始出现多元化倾向.从总体来看,新

兴政治精英集团的权力也没有得到提升.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不同权力中心之间合纵连横,展开了一场对决.由于腐

败猖獗和管理混乱,佩雷斯希门尼斯(PérezJiménez)军政府陷入财政危机,

但此时,希门尼斯却希望修宪以实现无限期连任,这引发了各政党的公开抗议

和军队内部的权力之争.企业家集团也反对希门尼斯继续执政,因为他把政

府的重大投资项目都给了少数几个企业家密友,在关乎企业家集团整体利益

的关税问题上对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拒不采取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在各

方反对下,希门尼斯被迫流亡海外,但军队并不想就此放弃政治权力,以沃尔

夫冈拉腊萨瓦尔(WolfgangLarrazábal)为首的军官团试图继续执政.企业

家集团吸取了希门尼斯时期的教训,担心军事独裁者及其小圈子会走向极度

腐败而损害私营部门的整体利益,不愿继续支持军人统治.贝当古也意识到,

民主行动党缺乏“武装手臂”,仅靠社会动员和选举不能确保政治权力,必须与

企业家集团和其他政党合作才能与军队抗衡.他与企业家集团代表在纽约进

行秘密谈判,软化了激进立场,做出了保护私有产权等项承诺.民主行动党也

不再继续谋求政治霸权,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与基督教社会党、民主共和联盟达成

«蓬托菲霍协议»,约定共同反对军事政变、分享政治权力.各政党还达成了

“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确定了保护私有产权、以私人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土地征收必须事先补偿、对本国私人资本进行保护和扶持,以及增加

社会开支、实施进步的劳工政策等原则,后来这些内容都被写入１９６１年宪

法.② 至此,新兴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结成了新的权力联盟,共同反对军人统

治.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民主共和联盟、共产党联合动员了大规模罢

工和游行示威,试图推翻军政府.军政府实施暴力镇压,导致２５０多人被杀、

数千人受伤,但大规模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工商界联合会也对军政府发出了撤

资、罢市等威胁,委内瑞拉陷入经济瘫痪和社会失序状态.军政府同时面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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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双重压力,失去了社会主要利益集团的支持,单纯依靠暴力无法重建

社会秩序,被迫同意放弃政治权力.可以说,在十年的权力结构变动后,新兴

政治经济权力联盟拥有了制衡军队/有组织暴力集团的权力,这才为推翻军事

统治、建立文人政府和民主制度提供了可能.①

由此可见,１９５８年“蓬托菲霍体制”的建立是权力消长变化、重新整合的结

果.民主行动党等群众性政党的崛起代表了社会下层组织程度的提高和权力

地位的上升,但他们仍无力单独对抗军队的暴力.１９４８—１９５８年间,企业家集

团的崛起代表了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群众性政党与企业家集团的结盟形成

新的权力中心,打破了军事暴力主导的旧权力结构,为民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

基础.«蓬托菲霍协议»是当时权力对比的精确体现,为参与各方划定了权力

边界.与企业家集团相比,政治精英集团和社会下层做出的让步更大.

因此,“蓬托菲霍体制”并不是对既有权力结构的颠覆,而是一次局部调

整.军人集团被剥夺了部分政治权力,但他们并没有退出权力核心,也没有受

到清洗,原来的高级将领仍然掌握着军队.企业家集团的权力在原有基础上

得到进一步提升,有更多资源可资利用,而新晋的政治精英集团要仰赖企业界

的资源才能阻止军人重新执掌政权.因此,权力结构的平等化仍然是初步的,

能否得到巩固取决于权力角色之间进一步的互动.

三、“蓬托菲霍体制”的权力结构和积极作用

“蓬托菲霍体制”是由一系列制度和组织机构综合而成的体系,主要利益

集团按照规则加入到不同的组织机构之中,共同分享石油收入和发展红利.

在那些尚未得到明确划分的开放性领域,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新空间,

各方则展开较量与争夺,力图实现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一)“蓬托菲霍体制”的基本权力架构及运转机制

在“蓬托菲霍体制”中,主要利益集团包括政治精英集团、经济精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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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等学者提出,有效制约暴力是进入开放性社会

秩序的关键门槛条件.但对于如何制约暴力,诺斯并没有给出答案,委内瑞拉的民主化进程为解决这一理

论难题提供了启发.相关论述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约翰瓦利斯、巴里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

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家集团、军人集团和有组织劳工集团.首先,政治精英集团由总统、主要政党

高层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和国会领导人组成,他们控制了正式的国家权力和

石油收入的分配权.这个集团采取“以石油收入换政治支持”的战略:他们为

企业家集团提供产权保护和各种经济扶持政策,换取政治认可、经济增长与就

业;为有组织劳工集团提供就业岗位、高工资和社会福利,换取选票与服从.

在石油收入的支持下,这种战略行之有效.两大政党民主行动党与基督教社

会党构建了广泛的民众基础,能够长期在大选及国会选举中得到绝大多数选

票(见表１).其中,中左翼的民主行动党比中右翼的基督教社会党具有更广泛

的选民基础,在１９５８—１９８８年的７次大选中,民主行动党五次获胜.

表１　委内瑞拉主要政党历次大选得票率(１９５８—１９９３) 单位:％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３

民主行动党 ４９．１８ ３２．８１ ２７．６４ ４８．６５ ４３．３０ ５５．３８ ５２．７５ ２３．２３
基督教社会党 １５．１８ ２０．１８ ２８．６８ ３５．３５ ４５．２８ ３２．６６ ４０．０８ ２２．１１
民主共和联盟 ３０．６７ １７．５０ １１．８２ ３．０７ １．０７ １．３０ ０．６９ ０．５９

　　资料来源:JoséMolina,CarmenPérez,“EvolutionofthePartySysteminVenezuela,１９４６Ｇ
１９９３,”JournalofInteramericanStudiesandWorldAffairs,Vol．４０,No．２(Summer,１９９８),

p．６.

政治精英集团还通过扩大官僚机构和经济干预范围来进一步扩展自身的

权力.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官僚机构的规模已经是１０年前的三倍.政府

使用多种手段进行经济干预,并建立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排

名前十的大企业中有六个是国企.但国企都处于产业链上游,不与私企竞争,

而是起辅助作用.① 快速扩张的官僚队伍和国企雇员群体都被政治精英纳入

了庇护主义网络.

其次,企业家集团逐步成为权力联盟中最具影响力的利益集团.这个集

团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源,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私人投资都是经济增长的主

要推动力(参见图１).除经济资源外,委内瑞拉的主要媒体也都被大型财团所

控制,在经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私立的教育机构也成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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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mesPetras,MorrisMorley,“PetrodollarsandtheState:TheFailureofStateCapitalistDevelopＧ
mentinVenezuela,”ThirdWorldQuarterly,Vol．５,No．１,Jan．,１９８３,p．８．



业家集团进行意识形态同化的重要渠道.企业家集团利用这些资源向政治精

英集团进行渗透.他们为两大主流政党的领导人提供竞选资金,换取了巨大

的政治影响力.工商界联合会领导人与总统有月度会晤机制,就政府的重大

经济决策进行定期协商.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等经济内阁的关键职位一

般由企业界领袖担任,代表企业界全程参与最高决策.大型国企的管理权也

经常被授予私营企业家,在公私部门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大财团的影响力

尤为显著,卡布里莱斯(Capriles)商业集团旗下的报纸和电视台拥有广泛的社

会影响,成为他们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该集团向基督教社会党提供舆论支

持,从基督教社会党换取了多个国会议员席位.① 企业家集团还与政治精英集

团保有密集的非正式交流渠道,包括各种社交聚会、宴会等.企业家集团与军

队中的保守派也保持着传统的结盟关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武装力

量.因此,政治精英集团不得不竭力维持与企业家集团的联盟,以防止企业家

与军人联手颠覆文人政府,这进一步放大了企业家集团的权力.在“蓬托菲霍

体制”中,经济精英集团的权力资源持续扩张.

图１　委内瑞拉公共与私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１９５０—１９９０,％)
资料来源:J．DiJohn,“EconomicLiberalization,PoliticalInstabilityandStateCapacityin

Venezuela,”p．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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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iegoAbente,“ThePoliticalEconomyofTax Reformin Venezuela,”Comparative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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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队在“蓬托菲霍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委内瑞拉的现代军队是

由独裁者戈麦斯缔造的,与大地主集团、企业家集团等保守势力之间长期保持

密切关系.它从未实现完全职业化,也一直没有放弃干预政治的“权利”.由

于暴力所具有的“最终否决权”性质,军人集团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很高.为

笼络军队,民主政府向他们划拨了石油收入中的较大份额,用于采购装备和提

高军官福利.高级将领还可以参与国家经济规划等重大决策,他们中的很多

人被任命为内阁部长或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从中得到重大的个人收益.

因此,军官团的主流保持了对“蓬托菲霍体制”的忠诚,零星出现的小规模政变

企图未能动摇体系的整体稳定.

第四,有组织劳工集团的成分较为复杂,其内部分为各不相同的利益集

团.其中,中产阶级包括专业人士、公共部门雇员等,虽然规模很小,但他们具

有专业技能并占据了社会的战略性工作岗位,组织程度较高,因而具有较强的

谈判能力,可以在石油收入分配中得到合理的份额.蓝领工人分为城市工人

和农业工人两大部分.民主行动党早期对农业工人依赖较大,但随着农业衰

落和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移民,城市人口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已经占到总人口

的６３％,城市工人群体迅速扩大.以委内瑞拉劳动者联合会为主的工会组织

依托城市工人群体发展壮大,成为民主行动党的主要选举基础.他们得到最

低工资、集体合同、带薪休假、八小时工作制等系列劳工立法和基本生活用品

价格管制等福利保障,以选票作为对民主行动党的回报.与军事独裁时期相

比,有组织劳工的权力地位提高,能够参与分享石油收入,这是权力结构向平

等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联盟中的利益集团还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机制参与石油收入的分配.总统

政策咨询委员会是制定重要政策时成立的临时沟通机制,１９５９—１９８９年间成

立的这类委员会达到３３０个,吸纳各主要利益集团的代表参加,主要包括私营

企业界、工会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其中,私营企业界代表来自委内瑞拉工商

界联合 会,劳 工 代 表 则 来 自 民 主 行 动 党 控 制 的 委 内 瑞 拉 劳 动 者 联 合 会

(ConfederacióndeTrabajadoresdeVenezuela,CTV).公共分权机构由政府

部门之外的经济类公共机构组成,包括中央银行、国有企业、信贷机构、地区发

展公司等,也是分配石油收入的渠道之一.委内瑞拉工商界联合会和劳动者

３２

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



联合会都在公共分权机构管理层派驻代表并参与政策制定,央行管理委员会、

委内瑞拉投资基金(FondodeInversionesdeVenezuela)管理层都有它们的代

表(各利益集团的参与比例见图２).这些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机制、机构组

成一个巨大网络,向权力联盟的成员输送利益,维持着体系的稳定.

图２　委内瑞拉各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机构中的参与比例(％)
资料来源:B．Crisp,D．Levine,“DemocratizingtheDemocracy? CrisisandReformin

Venezuela,”１９９８,p．３７.

(二)“蓬托菲霍体制”的积极作用

权力结构的初步平等化带来显著的经济、政治绩效.从需求侧来看,在

“蓬托菲霍体制”的前２０年里,石油价格在小幅震荡中持续上行,石油收入呈

递增趋势,相当一部分资源流向社会中下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委内瑞

拉一直是拉美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保证了旺

盛的国内需求,为工业化提供动力.从供给侧来看,进口替代工业化是这一

时期经济政策的主流.从贝当古时期开始,政府建立贸易壁垒,限制外国商

品进口,还单方面废除了１９５２年与美国签订的互惠贸易协定,为国内企业减

轻了竞争压力.在石油收入的支持下,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优惠

信贷和补贴,并使用政府采购等手段支持国货,政府还在水力发电、公路建

设等基础设施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举措推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到１９６８年,委内瑞拉制造业产值增长近三倍,进口消费品的比例则有明显下

降.① 石油收入较为平等的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多样化,帮助委内瑞拉在

４２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 第１期

① F．Jongkind,“VenezuelanIndustryundertheNewConditionsofthe１９８９EconomicPolicy,”p．６８．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源诅咒”.在政治领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兴起的左翼游

击队也很快被镇压,民主体制保持了长期稳定,竞争性选举定期举行,被国

际社会誉为“教科书式的民主”.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委内瑞拉在这个时

期的政治发展成就非常突出.

从表２可以看出,这期间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发生了军事政变,其中七个

国家的政变次数超过三次,玻利维亚则达到七次之多.除委内瑞拉外,只有三

个国家也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即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但这一时

期的墨西哥通常被视为威权或半威权体制,而且在１９６８年发生了墨西哥城大

屠杀事件,参加街头抗议的数百名青年学生遭军队杀害,国内政治冲突加剧.

哥伦比亚则在很多年里处于内战状态,出现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等几支强大的左翼游击队,与政府军和右翼准军事组织展开了激烈的

武装斗争.只有哥斯达黎加在这一时期既保持了民主制度,又避免了军事政

变,政治发展成就堪与委内瑞拉相比.以此来看,“委内瑞拉例外论”并非虚

言,这一时期的“蓬托菲霍体制”的确起到凝聚政治共识的作用.

表２　拉美国家发生政变年份(１９５８—１９８９)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阿根廷 秘鲁 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９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８ １９８２ １９６１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０ １９６６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３ １９７９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

巴西 巴拿马 智利 乌拉圭 苏里南 巴拉圭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３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９

　　资料来源:OctavioHumbertoMorenoVelador,CarlosAlbertoFigueroaIbarra,“Golpismo
yNeogolpismoenAméricaLatina,”IberoaméricaSocial,Vol．３,２０１８,p．１２２.

说明:(１)此处仅包括政变成功的案例,不包含抗议、示威、内战等;(２)本表的“拉美国家”
不包括加勒比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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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蓬托菲霍体制”的危机

“蓬托菲霍体制”建立后,三种因素影响了权力结构的后续变化:民主行动

党受到约束,放弃了原来的激进立场;人口增长等因素降低了劳工集团的权力

地位;在权力结构中占优的企业家集团竭力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三种因素共

同导致了政治庇护主义、寻租型经济和国家机构的腐败低效,权力结构平等化

的势头逆转,权力联盟的垄断性、封闭性和排斥性越来越强,体系逐步走向

危机.

(一)政治权力的再集中化

推动权力结构再集中化的重要动力来自政治庇护主义网络的成长.政治

庇护主义指的是一种不平等的政治等级关系,政治恩主(patron)在其中处于主

导地位,以物质利益换取被庇护者(client)的支持,被庇护者处于被支配地位.

如果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形成庇护主义关系,意味着公民社会组织丧失其独

立性,既不能对政治精英进行监督、问责,也不能对经济精英形成制约,从而助

长寻租与腐败问题.在“蓬托菲霍体制”中,工会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

中下层的代表,本应发挥重要的制衡作用,巩固体系的平等化趋势.但在实际

运作中,工会被民主行动党逐步纳入到庇护主义关系网络.

“蓬托菲霍体制”建立后,民主行动党领导人便放弃了激进改革和大规模

的再分配政策,并将青年学生团体等激进派驱逐出党,转而采用更“便宜”的庇

护主义方式来控制工会组织,即向工会会员提供更加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更高

的工资,向工会领导人提供政府或国会议员职位,以换取劳工集团的服从.劳

工集团此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接受民主行动党的恩惠,成为其政治附庸;二

是坚持独立立场,努力扩大组织规模,增强谈判地位,争取更大的整体利益.

劳工集团选择了前者,原因在于人口压力和理性思维.

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人口变化会影响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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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谈判地位.① 德国莱比锡大学高级研究员克里斯丁赛弗(KristinSeffer)

对墨西哥庇护主义网络的研究也表明,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过剩削弱了劳工和

工会的权力地位,有利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与工会之间庇护主义网络的建立,

损害了劳工的阶级利益.② 处于人口爆炸阶段的委内瑞拉也出现了同样的情

况.自１９６０年以来,这半个世纪是委内瑞拉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总人口从

８１４万(１９６０年)猛增至３０００万(２０１４年),接近翻了两番.③ 与此同时,资本密

集型工业化模式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１９６５—

１９８３年间,委内瑞拉失业率长期保持在７．４％左右.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间,失业率

进一步上升至 １０．５％.与失业问题相比,非正规就业问题更为严重.在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间,非正规就业已经占到总就业人口的３２％.从１９８０到１９９０

年,这个比例进一步升至３９．５％.④ 大批劳动力长期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劳动

力过剩问题日益加重,严重削弱了劳工集团的权力地位和谈判能力.这一变

化在收入分配上得到充分体现,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呈长期下降趋势,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５９．４３％降至１９９０年的３３．４４％,下降接近一半,相应

地,资本收入从４０．５７％升至６６．５６％.⑤ 对劳动者个人而言,民主行动党政府

提供的就业保障和物质利益越来越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政治精英的权力资

源升值,控制劳工集团的能力逐步提升.

同时,工会的集体行为也渗透着理性人思维.奥尔森提出:即便对劳动力

的需求上升,工会也不愿意让工人人数按比例增加,因为吸收新会员会使老会

员的边际产量及工资下降,损害其直接利益.⑥ 委内瑞拉劳动者联合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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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符合这一理论.为维持高工资水平,劳动者联合会与工商界联合会共同

支持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鼓励政府长期维持资本货物进口的优惠汇率政策,反

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无法大量吸收新增劳动力.

为维护既得利益,劳动者联合会不仅不在非正规就业者中发展组织,而且对新

出现的独立工会进行打压,竭力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和既得利益,变成了具有

封闭性和排斥性的狭隘利益集团,代表性也越来越差.①

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两大政党的领导层也出现寡头

化的倾向.“寡头统治的铁律”(theironlawofoligarchy)是德国著名政治学

家、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oMichels)提出的论断.

他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普通党员会对政党领导人的才

干、经验政治产生依赖,因此,一小群意志坚定的政党领导人会长期在位并形

成寡头统治.② 委内瑞拉两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长期在位,他们因推翻军人

统治、建立民主体制而享有崇高威望,并且掌握着大量财政资源.他们使用

“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来驯服工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人,竭力巩固自己

的权力地位.委内瑞拉劳动者联合会的活动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忠诚的工会

领导人会得到国会、州议会议员席位和政府职务,个别“不听话”的工会领导人

会被驱逐出工会,甚至受到羞辱和人身威胁.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主要工会组织“委内瑞拉劳动者联合会”被纳

入到庇护主义网络,对民主行动党高度服从.调查显示,劳动者联合会全国执

委会８０％以上的成员认为,必须在得到民主行动党领导机构(党内的劳工局)

批准之后,全国执委会才能讨论相关立法、政治抗议、罢工等事项,而且劳工局

对其决议拥有否决权.９０％以上的全国执委会成员表示,他们从未反对过民

主行动党高层的决定.③ 在驯服了工会组织之后,长期在位的政党领导人控

制了行政、立法、司法机构所有重要职位的提名权,可以打破三权之间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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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民主行动党的全国执委会统治国家”,①这是“蓬托菲霍体制”内不成文

的规矩.

城市贫民群体是委内瑞拉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社会群体,但这个群体庞

大而松散,缺乏经济、社会资源,组织水平和集体行动能力,拥有的权力资源最

少,其数量优势在政治上并没有得到发挥,基本上被排斥在权力联盟和石油收

入的分享之外.对这个群体,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采取了成本最为低

廉的控制方式,即用小额现金、小礼物和小型公共工程等方式收买其选票.因

此,委内瑞拉最大的社会群体被权力联盟联手边缘化了.在“蓬托菲霍体制”

存续的３０余年里,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公民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逐步走向

失衡的演化轨迹.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PutＧ

nam)对意大利政治的经典研究表明,发达的公民社会组织是民主制度正常运

转的基石,发育良好的公民社会组织对于利益辨识、利益表达、问责必不可

少.② 在“蓬托菲霍体制”中,一小撮政治精英掌控政治权力,工会组织被纳入

庇护主义体系,受到自上而下的控制,城市贫民群体处于涣散状态,委内瑞拉

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积极活跃的公民社会,难以对政治精英实施监督与制

约.大众传媒本应发挥政治监督作用,但由于主流媒体掌握在私营企业家

手中,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合流又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媒体监督.来自

民主体制、公民社会和媒体的制衡统统失效,就为寻租和腐败开辟了巨大的

空间.

(二)经济权力的再集中化

寻租型社会指的是企业家集团利用其权力向政府广泛寻租,寻求包括税

收减免、关税保护、优惠贷款、优惠汇率、直接补贴以及其他有利的宏观、微观

经济政策,以得到高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利润.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

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妮克鲁格(AnneKrueger)指出,失控

的寻租活动会广泛蔓延,形成“政治恶性循环”,政府在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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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企业家把主要精力用于竞争性寻租,由此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总额要远远超

过租金本身.寻租活动一旦越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寻租型社会,市场体系配置

资源的能力被全面破坏,企业的创新动力转换为寻租动力,经济丧失长期增长

能力.寻租与腐败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是在法律范围进行的合法行为,而后

者则是非法行为.但企业家有时会使用非法手段寻租,因此寻租与腐败往往

合流.① “蓬托菲霍体制”建立之后,企业家集团逐步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主导

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寻租能力.但是,由于政治精英集团与经济精英集团的利

益并非完全一致,寻租活动往往是在激烈的权力竞争中开展的.经过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的三次重大权力竞争,企业家集团大大扩展了寻租的领域和“边界”,把

委内瑞拉转变成了寻租型社会.

第一次权力竞争发生在１９７３年.时任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

(CarlosAndrésPérez)宣布了“需求扩张”的政策导向,利益分配向劳工集团倾

斜,最低工资水平平均提高了１/３到１/２,政府还颁布了«反不正当解雇法»,以

防止雇主解雇劳工来降低工资成本.这些政策受到工商界联合会的强烈反

对,企业界谴责政府恶化投资环境,并以减少投资、资本抽逃、囤积商品等手段

来对抗政府的需求扩张政策,导致物价水平急剧上升.② 半年后,佩雷斯政府

屈服于企业界的压力,宣布政策重点转向“增长与生产力提高”,企业界获得一

系列重大让步,包括政府对私营企业发放超过３０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减免对

投资的征税、放宽融资条件、搁置«反垄断法»等,并且首开先例邀请企业界代

表参与价格管制领域的立法.工商界联合会专门发表声明,对政府的系列政

策“深表满意”.③

通过这次斗争,委内瑞拉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导向确定为“支持资本”,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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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被置于次要地位.对私营企业界的保护和补贴进一步得到提高.在

１９６１—１９８８年间,在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和高额补贴的刺激下,尽管平均产能利

用率只有５０％,委内瑞拉私营大型制造业企业的数量仍然从１９６家增长至９６１

家,超过８０％的企业没有进行过研发投入.在这约３０年间,委内瑞拉制造业

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从３．６％降至０．７％,根本无法与韩国同期年均

９４％的增长速度相比.过度保护和补贴政策造就了一个极端低效的经济体.

１９８８年,取消保护政策和补贴后,大型制造业企业中的１/３在短期内倒闭.在

接受补贴最多的汽车制造、金属制品和机电产品行业,企业倒闭率接近５０％.①

这些事实充分印证了克鲁格的寻租理论:在租金支持下,无效率的企业可以在

次优水平运营并获利,创新动力会蜕变为寻租动力,整个经济体都会丧失自生

能力.

第二次权力竞争决定了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水平.在企业界的要求下,

委内瑞拉私营银行业长期受到国家的严密保护以避免外来竞争,得以牟取巨

额利润,金融业成为寻租活动的主要领域之一.在企业界的操纵下,银行监管

机构建设被长期忽视,机构规模和预算都非常小,根本不足以执行监管职能,

导致银行监管长期缺位,已出台的法律也得不到执行.缺乏监管的私营银行

利用各种投机行为获得超额利润,降低了金融效率,制造了严重的金融风险.

１９７７年,银行业大肆进行房地产投机,导致通货膨胀失控,经济陷入过热状态.

政府试图以收紧信贷、加强监管来遏制房地产投机行为,遭到工商界联合会的

强烈反对,被迫中止紧缩政策的实施.房地产投机和其他金融寻租行为最终

导致了１９９４年的银行业大危机,政府不得不拿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１８％的

巨额资金救市.② 金融界的寻租活动不仅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降低了

金融行业及经济整体的效率.

第三次权力竞争确立了委内瑞拉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税收制度向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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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寻租的重点领域,委内瑞拉对个人及公司所得税的超低税率是政治精

英对企业家集团的重大让步.１９７８年,面对石油价格下跌、公共债务和财政赤

字上升、通货膨胀加剧的困难局面,佩雷斯政府提出税收改革议案,准备大幅

提高所得税税率,这触动了有产者的根本利益.企业家集团通过工商界联合

会进行了周密部署,采取一系列举措,表达他们的强烈反对:第一,他们控制的

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对议案进行猛烈抨击,并把矛头指向议案的首倡者、

财长赫克特乌尔塔多(HectorHurtado),迫使乌尔塔多辞职;第二,在他们的

斡旋下,议案协调人一职转由前财长、私有银行董事长卡梅隆罗利亚(CarＧ

meloLauria)承担,把“内部人”安插进了核心决策圈;第三,对总统佩雷斯和国

会领导人展开密集的游说活动,有些企业家曾为佩雷斯提供过巨额竞选资助,

他们的游说活动对总统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对政府发出经济威胁,包

括资本抽逃、减少投资、制造人为的商品短缺和经济混乱等;第五,他们还暗示

政治精英,委内瑞拉的民主体制并不稳固,出现经济动荡后,军队有可能联合

企业界发动军事政变.在企业家集团的重压之下,这次税收改革以失败告终.

议案核心条款被大幅修改,针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增幅由 ４６％ 降为

８７６％,公司所得税大幅降低,股票分红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拉美最低的

所得税税率因此得以长期维持,委内瑞拉政府脆弱的财政地位不仅没有得到

扭转,反而日益恶化,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① 这次冲突之后,没有哪

届政府再敢于挑战企业家集团在税收领域的寻租权,直至“蓬托菲霍体制”的

终结.税收领域的寻租会产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影响,是发展陷阱的重要成因.

由于企业家集团的压力,委内瑞拉及其他拉美国家都长期实行累退性税收制

度,至今仍然如此.② 由此形成财政薄弱和治理能力低下的“弱国家”,容易引

发多种类型的危机.

在权力结构失衡、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国家机构的腐败低效也会给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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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造成重大危害.在“蓬托菲霍体制”的初期,腐败现象尚不严重.伴

随着权力结构的日益集中化,腐败活动逐步演化为体制化腐败,遍及各个领域

和各个层次.其中,国有企业、公共工程、金融领域的腐败尤其严重.委内瑞

拉国有经济领域是腐败低效的重灾区,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都出自政治任

命而非专业选拔,裙带关系盛行,管理能力低下且极端腐败.① 政府投资５２０

亿美元的瓜亚纳工业综合体项目缺乏整体规划,建筑工期严重延误,而且与外

国公司签订了很多不合理的合同,曝出大量腐败丑闻.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综合体已陷入巨额亏损,年均亏损额超过两亿美元.从总体来看,到１９７７年,

委内瑞拉已有超过４０％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需要依靠央行和国有投资

基金的巨额补贴才能生存.② 公共工程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建筑项目、政府

采购等都没有正规的招投标程序,合同的分配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据估计,

腐败官员得到的回扣约为合同金额的２０％.腐败案件涉及从总统到各级官员

的整个官僚体系.佩雷斯总统身边围绕着“十二使徒”(一小群企业家密友),

他们包揽了诸如古力水电站、苏利亚钢铁厂、加勒比水泥厂等大型政府投资项

目的建设合同.海梅卢辛奇(JaimeLusinchi)总统(任期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的

情人则以“头号权力掮客”著称,卷入多起重大腐败丑闻.金融领域的腐败低

效行为主要集中于外债发行、发展基金、银行救助、外汇管理等领域.为扩张

权力和索取回扣,拥有自主对外借贷权的公共分权机构展开了举借外债的“竞

赛”,而且以高利率的短期债务为主,多投入非生产性用途,导致公共外债激

增和偿债能力低下.从１９７８—１９８６年,公共外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１７１％猛增至５０．５％,委内瑞拉成为拉美第三大债务国,国家债务风险明显

上升.政府设立的工业化促进基金和农业投资基金被私营企业家用于房地

产和金融投机活动,甚至直接存入外国银行,极少用于生产能力提升.私营

银行利用监管漏洞向内部人大量放贷,然后宣布为坏账并向政府申请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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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在腐败官员的帮助下这些银行得到了巨额救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

“特殊汇率制度”(RECADI)则成为腐败“黑洞”,这一制度形成了外汇价格的

双轨制,不法企业向官员行贿,获得政府低价外汇后转手倒卖,从中获利超

过１１０亿美元.①

总之,由于经济、政治精英集团占据了权力结构中的霸权地位,委内瑞拉

的寻租、腐败活动失控,逐步演变为寻租腐败型社会,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遭

遇双重失灵,维持政治共识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趋于瓦解.从委内瑞拉案例中

还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补充.寻租理论认为,企业家集团寻租的主要方

式是院外集团的游说和行贿.但在委内瑞拉案例中,企业家集团的寻租方式

更加多样化,而且并非如此“平和”.资本抽逃海外、减少投资、减少市场供应

等都是常用的“经济战”方式,辅之以舆论战和政变威胁,用来向政府施压,这

些手段的综合运用在重大寻租活动中非常有效.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后,由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长期低迷,委内瑞拉

经济社会状况全面恶化,进入危机频发时代.国民经济增长乏力,伴随着石油

价格的波动而剧烈起伏,在石油价格走低时,经济往往陷入负增长,整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的平均增速仅为１．１％.宏观经济动荡,年通胀率长期保持在３０％

以上,甚至达到８４％(１９８９年).财政赤字和公共外债飙升,国家处于债务危

机边缘.② 失业人口和非正规就业人口快速增加,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贫困人

口超过总人口的半数,极端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１/３,贫民窟居民达到８３０

万(１９８９年),也接近总人口的半数.③

危机从经济社会领域蔓延至政治领域.１９８８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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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了对燃油和食品价格的补贴,危及城市贫民群体的生存.１９８９年初,加

拉加斯爆发大规模骚乱,政府使用武力镇压,造成数千人受伤和３５０多人死

亡.１９９２年,绝迹多年的军事政变再度爆发.“委内瑞拉例外论”破灭,政治

稳定时代结束.两大传统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下滑,１９９３年后,民主行动党和

基督教社会党已经无力角逐大选,衰落为无足轻重的小党.至此,参与签署

“蓬托菲霍协议”的政党已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意味着“蓬托菲霍体制”

的正式终结.

结　　论

本文从权力结构角度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建立、成效与危机进

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社会是在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运行的,是否落入发展

陷阱也是由这种博弈的结果决定的.在２０世纪初期的委内瑞拉,军政府依托

石油收入和暴力维持了对一个农业社会的独裁统治.新兴经济、政治精英集

团的出现及有组织劳工力量的壮大推动了传统权力结构的初步平等化,形成

了对暴力的有效制约,建立了“蓬托菲霍体制”.由经济精英集团、政治精英集

团、军队和有组织劳工组成的四方联盟分享石油收入的分配,造就了２０年的

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局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结构平等化趋势逆转.

经济、政治精英集团的权力资源持续扩张,二者结成寻租腐败联盟.劳工集团

被纳入政治庇护主义网络,沦为二流伙伴,丧失了制约其他利益集团的能力.

因此,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精英集团已占据霸权地位,委内瑞拉形成寻租腐

败型社会,封闭性、排斥性日益增强,大多数社会成员被边缘化,经济效率低

下,政治共识瓦解,体系逐步走向危机与崩溃.

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兴衰起伏并非例外,它其实是拉美、非洲及其

他地区众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一个缩影.很多非洲国家仍处于“初级产品出

口加暴力”的高度不平等结构之中,拉美及其他地区的国家则往往处于权力结

构初步平等化被反复逆转所带来的周期性震荡之中.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些

差异,但这些国家在本质上高度一致,都处于集中型权力结构所造成的发展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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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之中.

与当下流行的“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等理论不同,权力结构陷阱理

论认为,发展陷阱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收入水平、制度与政策,恰恰相反,所有

这些因素都要经过权力之网的“过滤”之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高度不平等

的集中型权力结构构成真正的发展陷阱.发展还是危机,取决于利益集团之

间的权力博弈.由于精英集团所具有的权力资源优势,权力的集中化是一种

自然趋势,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

国家仍处于发展陷阱之中.当精英集团占据霸权地位时,就会形成寻租腐败

型社会,以公平竞争为宗旨的市场机制变成寻租泛滥的权贵资本主义,民主变

成寡头统治的遮羞布,社会也会进入经济政治危机高发期,甚至会引发体系的

崩溃.如果不能打破集中型权力结构、建立平等型权力结构,一个社会就会长

期陷入发展陷阱而不能自拔.任何利益集团都不是天生的恶棍,它们只是在

尽可能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不惜损害他者和整体利益,甚至危及

自身.

从权力结构角度对发展陷阱的探讨仍然是初步的,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来验证已有假说,并为进一步的理论建设提供支持.其中,以定性或定量方法

对更多地区、国别发展经验展开研究,以及深入的跨国比较研究都是有价值的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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